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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关系的图像学研究：唐玄宗时期的四川摩崖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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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重点研究了四川地区独特的道佛混合造像。通过考察四川三处道佛成对造像及相关
碑刻，认为它们都是在唐玄宗扶持道教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都产生于道教为国教的唐玄宗统治
时期 （７１２－７５６），它们的排列方式体现出早期道教所定义的佛道关系，并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宗教意
识形态，是 《化胡经》在那个时代重新兴盛的视觉表达。
穆瑞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ＣＮＲＳ，ＣＲＣＡＯ，Ｐａｒｉｓ）；胡锐，四川

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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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胡

引　言

在过去２０年中，离今西安北１００多公里的
耀县药王山碑刻得到了来自中国中古艺术史专家

和道教学者的极大关注。① 这些北魏 （３８６－
５３４Ｃ．Ｅ）作品保留下了现存最早的道教神尊造
像。②尽管耀县碑刻并非本文主题，但我们仍有
必要对它们做一简要介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本
文将讨论的四川摩崖佛道造像的背景。
耀县碑刻表明，５世纪中国北方的道教信徒

借鉴佛教造像的做法，发展出了另一种视觉语言
来表达他们的神真，并从此结束了两个世纪以来
道教正统提倡的不拜偶像的传统。老君 （神化的
老子）造像通常为头顶有髻、脸上有须，着 Ｖ
形对襟长袖长袍，有衣带，右手执扇或拂尘；有
时造像前面有一隐几 （三足扶手几）。这些造像
特点亦稳定地存见于本文讨论的材料中。耀县那
些供养碑上的碑文内容以及供养人姓名也使研究

者得以管窥他们的社会历史背景。大多数造像都
受某个家族或某个地方宗教组织的修炼团体 （男
性团体、女性团体都有）的委托而造，也有为过
世的父母和先祖，或为增益信徒的福祉而造。总
体而言，这里造像所具有的佛道混合特点令人困
惑，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

《魏文朗碑》以其主要供养人———魏文朗的
名字命名，在耀县碑刻中年代最早，可断于北魏

始光元年 （４２４）。关于这通石碑的讨论很多。③

石碑高约１３０厘米，碑体四边刻有道教和佛教的
图像，其正面拱形主龛中造有一对神真，坐姿、
大小、姿态雷同，可容易地辨认为佛陀释迦牟尼
和老君。释迦牟尼有垂轮耳以及顶髻 （头顶凸起
的肉髻），右肩披袈裟，举右手施无畏印。在其
右边，是带有胡须的老君，头顶挽有发髻，着汉
式长袖衣袍，右手执物 （可能为拂尘或扇），左
手扶膝。释迦牟尼和老君左右有两名胁侍，双手
举起，姿态崇敬。石碑底部刻有供养者的肖像和
姓名 （六男五女），像一个小型博山炉，居中。
此外，距 《魏文朗碑》稍后不久，耀县诸石

碑仍有佛－道神真组合造像的特点。老君和佛陀
并座的造像主题似乎在北齐 （５５０－５７７）以及北
周 （５７７－５８１）时代颇为流行。尽管存在某些风
格差异，这两位神尊总能被清楚地区别出来，并
能通过他们特有的服饰以及形貌得以辨识。根据
艺术史的研究，成对、并座以及造型相似的形象
早在５世纪的佛教艺术中出现，如释迦牟尼－多
宝如来组像，或维摩诘－文殊组像。然而，尽管
这些成对的形象能从佛经中找到依据，甚至就算
我们所知的这些形象原本就是中国自己的发明，
但两相对比，在药王山发现的释迦牟尼和老君成
对的形象却并不常规和常见，因此引起学界诸多
探讨。针对佛、道神系中两位最高神对称出现的
现象，目前已有多种解读。一些观点认为这是一



种有意识的混合手法，表现了二教的融合，及二
教相互的宽容。也有观点认为佛教和道教图像的
混合反映了普通人的无知，他们并不理解或没有
意识到佛、道的区别。④柏夷也从自己的角度解
读了耀县的一些石碑，认为它们是灵宝道教吸收
佛教的例证。⑤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了一种彻底
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魏文朗碑的佛－道形象实
际上很可能出自佛教徒，是佛教徒对自己佛教的
崇信。按照这个思路，石碑背面碑文中的 “佛
道”，就不是指佛和道，而是指 “佛之道”，也即
佛教。⑥如何解读药王山图像并非本文主题。并
且，尽管来自四川的类似的物质材料与耀县石刻
在图像学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前者也对后者的
理解有一定帮助，但耀县石刻的解读仍是一个开
放的问题，具有讨论的空间。

四川佛陀与老君的成对造像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释迦牟尼－老君
的成对形象并非只出现于耀县。事实上，它们只
是今见最早的实物，或许是中唐道教艺术发展成
熟时期某种图像的原型。⑦在今四川 （包括重庆）
散见于各处的诸多摩崖造像中，我们发现了释迦
牟尼和老君 （或某位道教天尊）并座的合造像，
也有其他形象的道－佛合造龛。⑧

四川保存了大量的石刻，比中国其他地区都
多，这证明此地中古艺术和宗教活动的活跃。尤
其在唐代，四川雕有数千佛教造像；道教造像数
量尽管相对较少，但也在这一地区成倍增长———
作为道教的发源地，２世纪在四川兴起的天师道
一直都在发展。
前几年我考察了四川多处造像石窟，发现了

大约有六处释迦牟尼和道教天尊的成对造像。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对的混合造像主要出现在道
教信徒的造像区域，但也有几个出现在佛教造像
区域内。此外，我们还应注意，所有这些都出现
于同一时代，也即唐玄宗 （７１２—７５６在位）大
力推崇道教的时期。一些对称造建的佛道混合造
像的龛形装饰比前代更为壮观和复杂 （有多名侍
从和护卫），也更高大 （高约两米）。然而，我们
不应忽视这类形象在图像学上的连续性特点：和
耀县石刻一样，８世纪的混合造像，也主要为两
尊比邻并座的神真，周围的佛道形象亦精心地维
持着那种平衡。释迦牟尼和老君大小一致，但在
服装与发型上做了清楚的区分；和耀县的石刻一

样，两位神尊的不同服饰揭示他们不同的身份：
释迦牟尼的标志是顶髻以及印式僧袍，而老君
（或天尊）则特别造为发髻、胡须以及长袖Ｖ领
的汉式长袍。我们将会看到，唐玄宗在位期间的
四川还出现了其他样式的道－佛形象。
我认为，唐代四川的道－佛共生形象显然不

能理解为对不同图像的模棱两可的折中和混合。
相反，和其他图像动机一样，这些形象也表现出
了佛、道信众或神职人员所认同和希望表达的宗
教意愿。这种宗教意愿不仅能从造像本身得以证
实，同时现场存见的碑文亦能提供佐证。关于这
些老君和释迦牟尼并座以及其他道－佛混合图像
的造做意图，我们只能推测，支撑这些视觉表达
的，可能是政治－宗教的双重联合。
我的论据主要集中于来自四川三处的视觉证

据、碑文以及石碑。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揭示了唐
玄宗在位期间四川道－佛的图像学问题。其中两
处为道教：安岳玄妙观以及仁寿县牛角寨的道教
摩崖，第三处为蒲江佛教飞仙阁造像。

玄妙观

玄妙观位于四川东南部的安岳县城西北２０
公里。⑨它是安岳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摩崖之一，
其余几个都是为佛教而造。玄妙观建于玄宗皇帝
在位时期，很可能是当时国家在各地支持修建的
两个主要道观网络中的一个。这些道观应皇帝之
命建于两京 （长安和洛阳）及各州。第一个道观
网络为开元观。此观就像佛教的开元寺一样，受

７３８年 （开元年间 ７１３—７４１）的一道敕令而
建。⑩安岳玄妙观可能属于第二个皇家敕建的道
观网络。此观建于开元观敕令之后的７４１年，受
敕重新规整玄元皇帝庙，这个名字是授给老君的
崇高称谓。
安岳玄妙观建筑已全然不存，但就我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的考察而言，尽管历经历史岁月沧桑，观址
附近的环形摩崖及其造像 （亦完成于开元和天宝
年间）仍得以存留。这块巨大的岩石出露地表，
周长约４３米，凿７９龛，雕大大小小的神像约

１２００尊。现场存见一石碑，约１０００字，立于７４８
年。此碑证实了此处开凿石窟的事实。碑文称有
几窟开于７３０年 （开元八年），而新的开凿计划，
也就是后来的那些，则是７４８年开凿的。瑏瑡

这组壮观的道教石窟造像中有一老君龛 （１１
窟），为太上老君坐像，高约１．２米，身边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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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名侍从，有男有女。另一引人瞩目的是一尊
近真人大小的 “救苦天尊”像。７４８年的碑文中
称其为 “救苦天尊乘九龙”。瑏瑢但本文最关注的还
是释迦牟尼和道教天尊 （也许是老君）并座的混
合造像龛。这类洞龛大多较小 （６０－７０厘米
高），周围也有一些与它大小相仿的龛洞，后者
也为敬崇老君所开。瑏瑣

摩崖上还有两个较大较精美的龛洞，其中也
是相似的成对的造像。一个是６３号龛，挨着老
君龛。此龛约占一个立方，释迦牟尼及其左边的
道教天尊都坐在四方形莲花座上，他们头上都有
光晕。佛陀右边站有一名弟子和一名菩萨。与佛
陀对称，道教天尊左边有两名侍从，一男一女。
龛洞下部的空间中，弟子、狮子，以及两名供养
人刻于博山炉的每一面，这一主题与药王山魏文
朗碑佛－道混合图像的下部雕刻相似。另一个敬
奉释迦牟尼和道教天尊的大龛 （高１６０厘米，宽

１９０厘米，深１３０厘米）为７５号龛。此龛中，
两位神祇坐于长方形宝座，道教神真前面还有一
个三脚几 （隐几）。值得一提的是，此龛上部为
一群雕，上雕十名天尊，坐姿，均高约２０厘米，
头有光轮，他们可与后文讨论的蒲江飞仙阁十位
站姿天尊相比照。
此处中心体量较大，两个大龛完美地嵌入崖

壁，与崖壁交融，显然它们并不是后面覆盖上去
的，也不是后期增补的作品。它们是与旁边主要
的道教石窟同时开凿的，都属于８世纪大规模的
道教建设计划。这些道－佛混合造像以及这一系
列的道教图像计划很可能是造像主和设计者的精

心选择。要理解他们的做法，我们必须回到７４８
年那座纪念性的石碑。
这通石碑题名为 《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

胜境碑》，碑文最后一行说明此碑造于 “大唐天
宝七载”，即７４８年，受一位道士所托为纪念其
已故的父母所立。从至今仍可辨识的一些文字
中，有些内容明显对道教赞美有加，并暗示了道
教的繁荣发展，以及道教源自盘古和老子的神秘
渊源。碑文同时也强调了道教与汉明帝 （５７－
７５）和唐玄宗的历史关系。其中最直接的，是碑
文寥寥数语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上的温和的护

教姿态。首先，我们发现其中使用了老子离华西
去并传五千言道德经给关令尹喜这一广泛的传

说；更为主要的是，它强调了道教比其他宗教更
优越，尤其比佛教优越。碑文曰：

无上道而轮化生天地而生佛。
随后又称：

道是三教祖也。
这两个观点清楚地表明８世纪负责玄妙观造像的
道士认为佛教是道教的副产品，化胡说的典故支
撑了他们这种主张。瑏瑤 尽管这里并未明确使用
“化胡”一词，但老子穿越中亚和印度次大陆的
传说，并化生释迦牟尼宣讲另外一种更为浅易的
教义———佛教，这些都表达得很清楚。因此佛教
是被视为道教在外国的另一种形式，简而言之
“夷狄的道教”。瑏瑥

７４８年碑刻提供的另一个证据证实了上述设
想。这个证据未见于碑刻正文，而见于石刻之藻
饰。石碑上部中心位置雕刻的主题表现了佛陀和
道教天尊并排坐于一马蹄型龛内，这与前述摩崖
佛道造像如出一辙。应当强调，这个物质证据从
未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因为所有
拓本都没拓印这个浮雕。瑏瑦对比刚才分析过的碑
文内容，这些佛－道形象所传递的信息就非常清
晰了。它们可视为视觉证据，证明无所不在的佛
教最早是中国整体宗教传统中的一个分支，其位
置原本在道教范畴之内———虽然佛教对道教补充
性作用也不应忽视。

飞仙阁

四川第二处推进我们关于中唐佛道图像研究

的，是位于成都西南１４０公里的蒲江飞仙阁。此
处问题的提出来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因为
这里原本一直就是佛教占主导的区域———飞仙阁
的摩崖上雕刻有上百处佛教造像群。瑏瑧其中的两
个碑文都提及女皇武则天的统治时期 （６８４—

７０４），这说明这一大型石窟项目始建于７世纪末

８世纪初瑏瑨，并持续至１０世纪中期。此处神像石
窟群组织混乱，极为拥挤，已有艺术史家进行研
究。瑏瑩这里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堪称
佛教的区域，有几个小型道教石窟以及佛－道组
合的石窟。
其中一个佛－道组合石窟位于摩崖主体东

侧，内造两名神祇，其位置与其他石窟通常的位
置相反，这里的老君是坐在佛陀的右边的。中国
以及西方都未见对飞仙阁这个石窟的个案研究，
这或许是因为该石窟隐藏在崖壁上部，并不显
眼。飞仙阁第１８龛位于飞仙阁北侧的摩崖，为
释迦牟尼和道教天尊并座像。此龛凿于摩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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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难以观察和拍摄。此外，与此地其他诸多８
世纪的石窟一样，此龛也严重风化缺乏保护。但
我们仍能分辨出穿袈裟的佛陀及其左侧的道教天

尊。每尊造像高约７４厘米，左右各有一名胁侍，
其头部环绕火焰形光芒。位于佛陀旁边的诸菩萨
顶冠璎珞，天尊左侧的胁侍则长袍长袖，履鞋。
石窟两侧各站有两名供养人，并且，每侧前部还
各有一对护法。由于这些佛－道造像都未刻碑
文，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供养目的和祭拜
诉求。
要解释何以这类佛－道图像出现在一个佛教

造像的环境中，我们必须研究飞仙阁摩崖主体上
的另外两个小型道教石窟。它们也身处众多佛教
造像之中，且二者都附有题记。其中一处在７４
号龛，旁边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小型佛教石窟，
都造于与地面齐平的高度。根据龛内左侧风化严
重的题刻，石窟的主要造像为 “长乐天尊”。此
像高４１厘米，坐在莲花座上，旁边有两名胁侍。
神真穿道袍，执笏板于胸前。题记称作于 “开元
二十八年”，也即７３２年。
更引人瞩目的是第二个小型道教石窟，即

４４号龛。此龛凿于摩崖中上部，上面刚好就是
一个１米高的佛教石窟 （４５号龛），其中造的是
七位佛陀的像。这个道教石窟内造有十尊神真立
像，高约２５厘米，凿于宽约１０９厘米的基座
上。瑐瑠神像面朝前方，立于莲花座上。神像面部
阙失，但仍可辨识环绕其头部的光环。他们穿长
袖官服，履鞋，手势各异或执不同的物件，如扇
（右数第三、第八尊）。刻于这些造像底部平面上
的题记，明确称这些造像为天尊，并称他们是由
一名号 “三洞道士”的高道阶道士贾光宗，于
“天宝九载”（７５０）为其亡故的 “师主”所造。
题记中有几个字很难辨识，已有多种辨认和解
读。瑐瑡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判断，这一为故亡的
“师主”所造的神像似乎属于邛县 （蒲江旧称）
白云观。瑐瑢

石窟造像与该题记的追荐意图很吻合，因为
十位天尊似乎就是救苦天尊不同的应化之身。瑐瑣

四川其他地方也塑有类似 （在图像学上）的十天
尊：例如安岳玄妙观老君龛 （１１号龛）下面的１
米高立像群，开凿于同一时期。瑐瑤

尽管证据尚不甚充分，但飞仙阁主要岩体上
的７４龛表明，在唐玄宗在位期间，道教形象与
此前就已存在的佛教图像混合出现，这种现象要

上溯到女皇武则天在位时期。因此，飞仙阁摩崖
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皇家宗教保护模式，一方面是
武则天的拥佛，另一方面则是玄宗的崇道。我认
为，这无疑一种 “多元宗教信仰”的策略，或者
说正如Ｓｒｅｎｓｅｎ所推想的，这是对正统造像规
定的宽松处理。瑐瑥摩崖上出现的道教主题必然不
是随意之选，也不是当地匠人或信众幻想的结
果。相反，这些造像遵循了严格图像学规范，这
已被四川多处石窟中出现的其他同时代的相似图

像遗存所证实。
很遗憾我们对这些地方的历史、建制，以及

作用于它们的工匠网络所知甚少。几处重要的道
教石窟都相距不远，也出现于同一时期。几乎可
以肯定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宗教和艺术的交流，
与佛教石窟之间也一样。但仍有诸多艺术史问题
亟待解决：这些石窟开凿于何种情况之下？石窟
的主题以及大小是如何确定的？在摩崖区域内整

合佛道图像是出于附近寺观的权威，还是当地信
众的决定？

根据宗教经典和碑铭材料，我们知道唐代二
教为争夺宗教控制地位的竞争常常引发论战，严
重时需要高级官僚出面裁判，有时甚至是皇帝本
人。一个典型的事例，见于青城山的一通有名的
碑文 （《青城山常道观敕并表》）。此碑主要为纪
念一个著名的道教宫观 “常道观”的重新建立，
与天宝十二年唐玄宗 （７３２）发布的一道敕令有
关。因为常道观此前曾被佛教僧侣占用，并被改
名为 “飞赴寺”。瑐瑦玄宗的这道敕令回复了当地一
位道士针对益州 （成都）行政长官的进表，敕令
称：“观还道士，寺依山外旧所，使道佛两所各
有区分。”佛道之间类似的侵占或渎神事件，包
括神祇形象以及对神祇所代表的道佛身份的争

论，在唐代屡有发生。瑐瑧

就飞仙阁的情况而言则相当不同。飞仙阁是
在第一批佛教造像完成差不多半个世纪后，道教
的图像才被增添进这一成熟的佛教区域。这起道
教 “侵占”佛教领地的事件发生在唐玄宗在位时
期，当时道教已升为国教。在飞仙阁摩崖中插入
道教以及佛－道造像很可能是蒲江东１０公里处
长秋山附近的 “太清观”所为。瑐瑨长秋山这个道
教中心至今仍存，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尤其
他还是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的 “主簿治”。主簿
治得名于汉代主管簿籍 （主簿）的王兴，他在长
秋山上修炼成仙。瑐瑩唐玄宗在位时期，长秋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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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清观”作为地方女道士杨正见的祭祀中心非
常有名。根据传说，杨正见在山上随一女炼丹师
修行了几年后，于７３２年食用茯苓，遂白日飞升
成仙。瑑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７３２年，飞仙阁
摩崖主体上开凿了道教石窟 “长乐天尊”（７４号
龛）。长秋山至今仍存见杨正见香火的痕迹瑑瑡，
也保存有唐代摩崖造像，特别是其中一面摩崖上
存见的十个石窟中的八十尊神像。和此地其他各
处一样，山是那时各种宗教艺术活动的中心。
需要补充的是，飞仙阁这种在佛教摩崖造像

中吸收佛－道成对造像的现象在此地并非孤例。
这里大概举出另一例，即距蒲江东南十来公里的
丹棱县郑山山岩上的造像：佛－道造像即身处

３０００余尊佛教造像 （有些是密宗的）之中。此
处的４８号龛中，一位神祇为释迦牟尼，道教天
尊与其并排而坐，二者胁持分别有两名菩萨和两
名真人，两边入口还各有一名护卫。这个组合造
像的年代或可从旁边的４８号龛推测，４８号龛的
题记为７５４年。瑑瑢

仁寿牛角寨的道教造像

第三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石窟，需要在玄宗
积极支持下形成的道教艺术繁荣的背景，以及二
教关系的背景下考察。此处石窟位于成都南３０
公里四川中部的仁寿县牛角寨，附近为一处重要
的佛教考古基址，有１５００尊像，包括一座巨大
的佛陀半身像。这处道教摩崖如今孤单地矗立在
一片田地之中，只能徒步前往。
鉴于其保存的独特的历史和艺术证据，及其

优良的保存状态 （至少目前如此），自１９８２年被
发现后，它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瑑瑣岩石四壁均
开有石窟。其中的第５３号龛，尤其是其中作于

７４９年的碑记，记载了关于 《道藏》最为重要的
历史，是学者最为关注的对象。此龛既大且深
（高２．４米，宽２．８米，进深２．１米），名 “三宝
龛”，其中的神像群引人瞩目，有造像约２６尊，
与石窟入口处的碑记为同时代作品，也即 “天宝
八年”———７４９年。石窟中心位置，为三清 （亦
称 “三宝”）坐于方形莲花座上，头部有背光，
四周环侍护法以及男女侍从，有些手上持有
笏板。
尽管三清 （或三宝）的身份可从旁边的碑记

中确认，但 “第四尊天尊”（无头）却很神秘。
这尊神像与三清坐姿相同，坐方形布饰底座。这

是石窟中第四个主要形象，但并未与三清并列同
排，而在石窟右壁，对面就是７４９年石碑。根据
历史记载，在唐代国家管理的官方道观中，皇帝
的肖像就放在老君像旁边。因此一些学者认为

５３号龛中的 “第四天尊”是玄宗皇帝。倘若如
此，那这尊无头像应是目前众多玄宗像中仅存的
一个玄宗活着且在位时就塑造和享祀的像。瑑瑤但
我认为，并没有事实支持这一假想，因为碑文对
这个如此重要造像未置一词。
与地面齐平，沿着天尊座位底部排列着的基

座上，为站立的供养人。他们分为两组，面对一
块空地，这里可能原来是放博山炉的地方。从信
徒所在的面对神像的视角，这种划分符合传统的
阴阳－右左二分法。左边一组主要是男性 （包括
六名道士及其四名供养人和一名仆人），而右面
一组则是十二名女性，前面是三名男性以及随后
的一名仆人。
遗憾的是，刻有 “南竺观记”的那块碑刻，

只提供了很少关于牛角寨石窟开凿以及造像的信

息。但是，碑文指出三宝龛 （也包括其他石窟）
的神像是受三位三洞道士 （“三洞道士”和 “三
洞女道士”）委托而造，这三位道士都姓杨。瑑瑥其
中一个为杨行进，男；另外两个：杨正真和杨正
观，都是女性。这些地方道士之间可能是有关系
的，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很可能这两名 “三
洞女道士”与杨正见属于同一个宗教派系 （甚或
是亲戚）。杨正见是附近蒲江长秋山的道教传奇
女仙。如前所述，她于７３２年成仙，只比牛角寨
石窟的开凿早了１７年。这三位女性的名字中都
有同一个宗教名字 “正”，似乎说明她们属于同
一个支派的同一个辈分。由于关于这个地方的宗
教历史信息只有现场发现的碑铭材料，因此我们
很遗憾不能用更多的材料来证明这些不同的地

方、寺观以及道士之间的关系。

７４９年的碑记没有提及牛角寨另外三个重要
的石窟。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几处石窟都建于８
世纪中期。瑑瑦遗憾还没人对它们进行持续的研究。
其中最壮观的石窟是高达５米的第６４号龛，几
乎占据了目前所见摩崖正面的大部分面积。作为
单纯供奉道教的石窟，其中雕刻了约３５尊高大
漂亮的人形石像 （１．４７米），他们站在小小的莲
花座上，前后两排。第二排全为男性面孔：有蓄
胡须的真人 （或天尊），有火焰状的光环；也有
没蓄胡的，可能是道士，也有圆形的光环。这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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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物手执器物，如扇、香炉、笏板、瓶或卷
轴。第一排造像则明显有男有女，但遗憾的是大
多数有破损，尤其是手部。他们与摩崖后部的图
像相似，男性面孔的石像穿着官袍有三点式胡
须。女性的穿着正式，服饰和发型都很精美华
丽，穿厚底方鞋并佩戴各种珠宝。
这两处大型石窟遗存下来的少见的、令人惊

讶的佛道混合形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我的研
究是尝试性的，主要从它们所传达的视觉信息中
探讨佛－道关系。
其中的第４７号龛与第５３号龛几乎一样瑑瑧，

内有约２５座石像 （高约１．３６米），分成两排
（前排１２座，后面１３座），都站在小型莲花座
上，此外石窟入口两侧还各有两名护法。尽管由
于两排神像有破损很难确认身份，但可确认是佛
教和道教神祇的混合造像群。我个人认为，这些
神像在数量上大致相等：１３尊佛教形象，１２尊
道教形象。瑑瑨我们注意到第一排的佛、菩萨造像
（包括三位女性），均为赤足；而第二排的造像则
均执器物，如笏板、瓶、柳枝、绳或扇。和６４
号龛一样，在混合造像龛中的道教神祇均穿着方
形厚底鞋；男性有胡须，着长袖官袍 （其中一位
执扇），女性足履式样相同的鞋子，优雅的长裙，
头梳云髻。尽管佛道二教的神祇没有严格按照对
称布局，但我们务必注意，除了在第一排佛教神
祇最右边的位置上有一位真人的造像外，所有的
道教造像都集中在右部，而佛、菩萨则集中在左
部 （从神像的位置视图）。
最后一个重要的石窟是６９号窟，位于今摩

崖正壁的右边。此龛并非如上所述那种成对的坐
像，而是三尊高约１．４米的立像：释迦牟尼佛以
及两名道教天尊肩并肩地站在莲花座上。从神祇
的角度而言，赤脚的释迦牟尼很容易从他的袈裟
和顶髻中辨认出来，他位于石窟右边，而石窟的
中心位置以及左边则是两位天尊，穿着道教的服
饰，发髻以及厚底方鞋。他们分别被认为是元始
天尊和太上老君。瑑瑩

我们应如何解读这两个道－佛石窟呢？就
佛、菩萨与道教天尊和真人的位置关系来看，这
似乎说明当地的艺术家和发起人试图传达的图像

信息是：道教不仅接受了他有力的对手，甚至包
容了对方，这证明了自己比对方更为优越的地
位。把佛教神祇摆在他们自己的道教神真旁边，
他们展示了道教能大度地将这些不同的神祇整合

进自己的神系，同时赋予他们一个较低的地位。

６９号龛的三位神祇，释迦牟尼在右位，这也可
以理解为这代表与道教天尊相比，释迦牟尼的地
位较低。因为，我们应该明白，在道教的理论
中，一般都是左尊右卑，这种惯例也见于前文所
述之４７号龛，此处佛教的造像都在道教造像的
右边。
这两个石窟都没有留下任何题记。假设它们

与三宝窟 （５３号龛）开凿于同一时期，那么我
们必须再次依靠７４９年的 《南竺观记》，才能辨
明那些负责现场艺术施工的人员的宗教动机。道
教史学家认为这篇短小的碑记具有独特的文献价

值，它文中提供的当地通行的 《道藏》经目为我
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瑒瑠碑记中罗列的 “三
十六部经藏目”中，有饱受非议的化胡经 （已
佚）。据说此经为王浮撰于３００年左右瑒瑡，随后
又有各种扩展和改编的版本流行。经文提出的
“化胡说”是二教数番御前激烈辩论的核心。有
唐一代，此类宫廷辩论次数成倍增加，朝廷针对
二教的政策多变，这也加剧了他们之间在御前的
竞争。在对佛教的控制和对道教的无条件的支持
之间，唐皇似乎选择了一种并不稳定的折中的方
法。因为佛教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力地扎下根来
并繁荣发展 （译者：因而要控制），而道教的老
子则是唐室追认的先祖 （译者：因而要支持）。
唐皇一脉以李为姓，与老子的姓氏相同，因此他
们认为自己是这位圣人的后代。道教化胡的故事
成为打击羞辱佛教的手段，这又进一步形成激烈
攻击佛教的局面。为指责和驳斥对手，道教尤其
强调佛教是从外国来的。赞成或反对 “化胡”说
的争论不断，从而形成二教争论的局面，同时也
成为朝廷华夏中心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态度的

托辞。
尽管如此，《化胡经》多变的命运仍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了唐代宗教政策的变化。佛教徒认
为 《化胡经》讹谬不堪，是对佛教的攻击。为了
安抚他们，唐高宗 （６４９—６８３早唐皇帝）遂下
令全面销毁所有 《化胡经》经文抄本，此时 “化
胡”文本已扩展到了十多卷。瑒瑢但几十年后，这
些经文再度出现，直到唐中宗 （７０５—７１０在位）
登基的第一年 （７０５）才又遭禁止。瑒瑣 《禁化胡经
勅》不仅声称要惩罚那些试图传播 “化胡”文本
的人 （所有记录有化胡之事的文本都在禁止之
列），此外还禁止 “化胡”的图像。如果我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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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敕令作者所言 “天下诸道观皆画化胡成佛变
相”瑒瑤，那么可以判断，所谓 “化胡”的图像当
时或已传遍全国。
然而，这一严厉的政令并未取得实效，这部

具有破坏性的作品仍慢慢传播开来。在距７０５年
《禁化胡经勅》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唐玄
宗的道教政权下，生生不息的 《化胡经》被提升
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地位。《化胡经》与其他流行
的排佛经文一起，被收录进了开元年间皇帝敕命
在首都长安编修的新 《道藏》。瑒瑥从现存于仁寿的

７４９年碑记中的经目来看，很明显这部经在大约
同一时代的四川已具有经典性的地位。与碑记提
及的其他道经一样，此经的抄本很可能就藏于附
近的道观，碑文中的杨姓道士也是这个道观的。
是否这个道观就是碑记所指的 “南竺观”，是否
这个独特的观名暗指化胡的内容，这些都有待进
一步探讨。

左位的宗教与右位的宗教

这些关于 《化胡经》的要点及其观念带领我
们回到一个基础的图像学问题上，也即，我们应
当如何理解在释迦牟尼和道教天尊的成对造像，
以及其他道－佛造像群中，佛、道神祇的位置关
系？除了上述飞仙阁二号龛以及其他一些少见的

例子 （如丹棱刘嘴）外，我们调查研究过的所有
释迦牟尼－天尊石窟中的两位主神像都表现出同
样的空间关系：佛陀总是位于老君 （天尊）的右
侧。同样的左－右排列分布也可见于仁寿牛角寨
的６４和６９号窟。此外，这种阴－阳，左－右的
排布也延续到了男、女供养人的造像上，如仁寿
的５３号窟。但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些例子中，
供养人与神真的朝向并不一样，神真的视角是从
内看向外。相反，供养人与敬拜者以及观察者是
一样的，是面朝神真的，是站在外面朝向内的。
因此男性的图像自然就雕在左面 （阳），而女性
则在基座的右面 （阴）。
这种左－右图像习惯似乎基于一个长久以来

的教义。该教义是中古早期道教为定义自身与强
大对手之间的关系而设定的。这个教义的端倪早
见于一个奇怪但是有名的故事，即古 《灵宝定志
通微经》（ｃａ．４００）中 “左玄真人”和 “右玄真
人”的故事。此经讲述天尊派遣两位真人人间传
教，分别传讲道教和佛教。经中也以佛教 《譬喻
经》的方式讲述了他们的前世是一对夫妻，左玄

是丈夫、右玄是妻子。道教 （与左／男／阳相关
联）和佛教 （与右／女／阴相关联）因此在经中被
看做是 “二涂归一”。瑒瑦后来，道教的正统变得富
于防御性，于是这一包容左右的方法渐趋式微，
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对抗的姿态。与药王山碑刻同
时代的５世纪的 《三天内解经》，本着其劝教的
旨趣，依据中国宇宙观中关于阴阳对立互补的基
本原则，区分了二教的界线，并坚持二教内在的
等级上的差异。在述及老子出生的部分 （明显地
模仿了流传已广的佛陀本生故事），道教和佛教
分别对应着左 （阳）和右 （阴），这可以方便地
解释中国的宗教的地位问题：

老子主生化，释迦主死化。故老子剖左
腋而生，主左，左为阳气，主青宫生录。释
迦剖右腋而生，主右，右为阴气，主黑簿死
录。是以老子释迦教化，左右法异。左化则
随左官生气，使举形飞仙。右化则随右宫死
气，使灭度更生……所以言右不如左者。瑒瑧

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左 （阳）比右 （阴）优
越；道教的伦理和文化优越性高于其对手，这是
不容否认的。
用道教的这种手段隐射出的对佛教的蔑视必

然不会被僧伽无视。正是在中古宗教的论争的背
景下，佛教徒表达出了对这一分裂言论的愤怒。
其中最早一篇排道文为６世纪的 《笑道论》，提
供了大量佛教反击道教的证据。作者甄鸾全书目
标清晰，引用道经来证明道教的讹谬不经。《笑
道论》第八，特地取名 “佛生西阴者”。其中就
引用了 《老子序》中的一段。 《老子序》强调道
教为阳，佛教为阴，他们其他相关的属性也与此
相应，如东－西，木－金，父－母，天－地、生

－死，等。这样一个方法非常有效，相当于把
“右边的宗教”方便地归入了次级地位。

道生于东。为木阳也。佛生于西。为金阴
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
缘。并一阴一阳不相离也。佛者道之所生。瑒瑨

道教这种排斥外来宗教的阴－阳，左－右的
思维遭到甄鸾进一步地公开斥责，他引用 《老子
化胡经》：

佛兴胡域。西方金气刚而无礼。瑒瑩

被中古道教理论家宣扬的，同时也被他们的
佛教对手坚决反对的 “左－右宗教”这一教义一
直未被遗忘，几个世纪后四川出现了道－佛造
像。人们把佛道神系中最高的两位神祇按照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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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位摆放，这无疑是受到了当时道教圈以及最
高皇权都拥护的 《化胡经》的影响。

《化胡经》所传递的这种造像观念，是否也
存在于那些把释迦牟尼和老君并雕一处的耀县碑

刻作者头脑中？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ｂｅ提出了一些研究结
论。他富有洞见地指出这些石碑中，冯神育碑上
出现的两位神祇的右－左排列可能意味着 “佛教
信众的一种反击，他们雕刻诸如姚伯多碑 （佛陀
和老君在相反的位置）时，通过把道教仙真表现
为佛教众多神祇之一的方式来报复 ‘化胡’理
论”。瑓瑠Ａｂｅ的推断看起来不无道理，但必须对耀
县碑刻展开更多的分析才能进一步确认。

几点总结

我们调查的四川几处壮观的道教石窟提示我

们，从中古开始，这个地区就一直与道教保有一
种特别的而且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关系。然而，不
论怎样，这些石刻都是道教艺术在唐玄宗政权推
动下取得的卓越的成果。玄妙观以及牛角寨这类
大体量的道教石窟几乎在８世纪同时建成———前
者建于７４８年，后者只晚一年。这并不是一种偶
然现象。除了本文讨论的这些石窟外，当时的四
川还建有其他一些重要的道教石窟。特别是前面
提及的蒲江附近长秋山北坡的龙拖湾摩崖，以及
丹棱龙鹄山建于７５０年左右 （根据现场碑刻）的

５３个石窟。瑓瑡７５０这一年，如上文所见，蒲江飞
仙阁的佛教石雕将道教形象整合在内。
玄宗执政的最后三年，四川开凿了上千尊道

教雕像，因此这个时期常被称为道教的 “黄金时
代”。这一期间皇帝对他青睐的宗教的神职人员、
艺术，以及组织等启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
策。事实上，四川道教艺术活动的活跃是后来几
起重大事件的序曲：

＊７４１年敕令全国建立祭祀老子的玄元皇帝
庙及其下属的道教研究机构崇玄馆。参加科举的
人在这里接受培训，参加新制定的 “道举”
考试。

＊７４２年，改年号为 “天宝”，这是老子显
灵后迅速改变的年号，同时还因为发现了一块刻
有 “天宝千载”的玉石。瑓瑢

＊７４３年，将国家祭祀道祖的玄元庙升级，
并敕命建立一个复杂的道教国家仪式。瑓瑣

＊实施大规模的皇家造像计划，规定在老君
像旁边放玄宗像并在全国的皇家道观中祭祀。瑓瑤

四年后的７４８年，玄宗对道教的介入达至极
点，他通过上清宗师李含光 （６８３—７６９，著名道
教宗师司马承祯６４７—７３５的继任人）受箓，此
时道教已全面受惠于这一空前的来自皇家的支持

和认可，并在事实上取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
牛角寨、玄妙观和飞仙阁发现的成对的形象

和其他道－佛组合，只是当地少数几个事例。但
是，他们反映出独特的政治－宗教背景下的特殊
图景，也反映出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相较
而言，绵阳西山玉女泉 （成都北１５０公里，造于
隋５８９—６１８及唐初）瑓瑥的道教造像则没有任何类
似的图像痕迹。
作为一个通常的规则，无论何时，一旦某个

形象被宗教正统思想所规定 （这个正统本身也受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在艺术方面的自由就
被限制了。尽管具有化胡意识的形象在表达上显
得非常温和、普通，但这种形象仍足以让我们想
象出它们在同时代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挑衅性。
不要忘了，在此前不到５０年的时间里，中国关
于 “化胡”的各种表达是被官方严格禁止的。毋
庸置疑，释迦牟尼和老君并排的形式并非不是出
于皇家的许可。

（责任编辑：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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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Ⅱ （《中古中国社会中的佛教和道教修
行：佛教和道教研究Ⅱ》），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Ｗ．
Ｃｈａｐｐｅｌｌ，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ｐｐ．１２７－１４５，ｐｐ．１３２－１３３；Ｓｔａｎｌｅｙ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 （《唐代佛
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５３－５４．

瑏瑡 完整的碑文 （遗憾为中文简体）参见陈垣著：
《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第１４２－１４３页；胡文和著：《四川道教佛教石
窟艺术》，第９页。同时也参见王家祐对碑文部

分内容的誊写 （见 《道教论稿》，第５２－５３
页）；以及遊佐昇，《唐代所见的救苦天尊信
仰》，第２５页。对碑文的一项可靠研究，可参
考刘屹：《唐代道教的 “化胡”经说与 “道本
论”》，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４－１２４、
１２０－１２１页。

瑏瑢 关于祭拜救苦天尊的考察，参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ｏｌｌｉｅ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佛道面对面：中古中国时经文、仪式
和图 像 的 互 通》），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１７４－２０７．

瑏瑣 胡文和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第７９页，
提及编号 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２，
２３，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和３０的龛洞。

瑏瑤 刘屹：《唐代道教的 “化胡”经说与 “道本论”》，
第１２０－１２１页，其对此有类似的解读。

瑏瑥 借用索安的表达：“Ｌｅ　Ｓｔｒａ　ｍｅｒｖｅｉｌｌｅｕｘ　ｄｕ　Ｌｉｎｇ－ｐａｏ
ｓｕｐｒｅｍｅ，ｔｒａｉｔａｎｔ　ｄｅ　Ｌａｏ－ｔｓｅｕ　ｑｕｉ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ｔ　ｌｅｓ
ｂａｒｂａｒｅｓ（ｌ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２０８１），” （《太上灵
宝老子化胡经 （敦煌抄本Ｓ．２０８１））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ｕｘé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Ｔｏｕｅｎ－ｈｏｕａｎｇ３ （《敦煌研究论文
集》卷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　Ｓｏｙｍｉé，ｐｐ．３０５－
３５２，３３２．

瑏瑦 如胡文和的拓本，存于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
艺术史》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６５页。

瑏瑧 参见Ａｎｇｅｌａ　Ｈｏｗａｒｄ，“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Ｈｉｇｈ　Ｔａｎｇ，”
（《四川蒲江的佛教雕刻：在高唐中国西南与印度
直接联系的一面镜子》），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ｔ：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２，１９８９，ｐｐ．４９－６１；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四川蒲江飞仙阁
佛教 雕 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ｎｏ．１／２，１９９８，
ｐｐ．３３－６７；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
下册第２９页。

瑏瑨 一处与女皇武则天有关的碑文带有 “永昌元年五
月”（６８９）的日期标记，它被刻在带有一尊庄
严加冕佛像的６０号大型石窟中。另一处日期可
辨的武则天时期的碑文则发现于５５号大型石
窟，其中还存有三位菩萨的刻像。该处碑文显
示的日期为 “久视元年”（７００）。参见胡文和
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第１９页；刘长
久著：《中国西南石窟艺术》，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５页；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四川蒲江飞仙阁佛教雕
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ｎｏ．１／２，１９９８ｐｐ．６１
－６２．

瑏瑩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 （《四
川蒲江飞仙阁佛教雕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
ｎｏ．１／２，１９９８ｐｐ．３５－３６，６１．

瑐瑠 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第２９
页；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 （《四川蒲
江飞仙阁佛教雕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ｎｏ．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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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ｐ．５９）；胡知凡著：《形神俱妙———道教造像
艺术探索》，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７－１０８页。

瑐瑡 胡知凡著：《形神俱妙———道教造像艺术探索》，
第１０８页，此处载有一个与我类似的碑文誊写文
本。但书中略去了道教神真的姓名，并将 “白云
观”释读为 “百鹤观”。根据刘长久的研究，他
誊写了这一碑文，内称这十位天尊由扈灵寂为其
亡师监造 （《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第４５页）。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四川蒲江
飞仙阁佛教雕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ｎｏ．１／２，
１９９８，ｐ．６７，其中对该碑铭的誊写稍有不同，他
还提供了相应的英文翻译，但他对 “寂”这一文
字产生了误解———将之视作为 “宝”，导致他将
该造像归结为由当地社会中的灵宝派道士所监

造。尽管存在Ｓｒｅｎｓｅｎ所设想的这种可能，但碑
铭并未提供相关证据。

瑐瑢 天尊一铺／天宝九／载五月／扈灵寂／奉为临／邛郡
白／云观□／亡师主／三洞／道士贾／光宗造。

瑐瑣 道教这位高级神灵的救亡角色在隋代即已证实，
似乎在唐代即已完全确立。参见穆瑞明著：《佛
道面对面》，第２０１－２０４页。

瑐瑤 玄妙观的十位天尊头部被光环所围绕；身着制式
长袍并系有腰带，不幸的是由于这些雕像糟糕的
保存状况，我们难以具体分辨。同样在玄妙观还
保存有８世纪时一尊庄严的救苦天尊乘九龙雕
像。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ｏｌｌｉｅｒ （穆 瑞 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佛道面对面：中古中国时经文、仪式和图像
的互通》），ｐｐ．２０２－２０４．

瑐瑥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Ｓｒｅｎｓｅｎ，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ｊｉａ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四
川蒲江飞仙阁佛教雕刻》）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ｓｉａｅ　５８，
ｎｏ．１／２，１９９８，ｐｐ．６５－６６．

瑐瑦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ｉｒ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ｐｏｌｏｇｅ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Ｔ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护持
道教的可靠神迹：晚唐中国佛教悔罪传统的反
转》）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７８，ｎｏ．４－５， （１９９２），ｐｐ．２５８
－３１６，ｐｐ．２４６－２４７；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
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４７－
１８６１。对这一碑刻的转录，见龙显昭、黄海德等
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２－２５页。

瑐瑧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ｉｒ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ａｏｉｓｍ’：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ｐｏｌｏｇｅ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Ｔ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护持道教的可靠
神迹：晚唐中国佛教悔罪传统的反转》）ｐ．２４８．

瑐瑨 今属天华县六合村。
瑐瑩 见 ［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经文
年代为９０１年，收于ＤＺ５９９，１４ｂ。

瑑瑠 见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六十四，女
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９７－
３９８页。杜光庭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对此也
有提及，见ＤＺ５９９，１４ｂ。

瑑瑡 就我２００７年的考察来看，那里有一个据说是杨
正见取水的池塘，太清观山脚下的一个小庙里

供有杨正见的像。
瑑瑢 胡文和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第２９页。
瑑瑣 邓仲元、高俊英：《仁寿县牛角寨摩崖造像》，
《四川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５期，第７１－７７页。由
于它实际上基本完全处于埋存状态，这一遗迹
不仅幸运地躲过劫掠，也在文革中保存了下来。
根据２００７年胡文和教授所搜集的信息，近年来
牛角寨中一些雕像的头部也不幸被劫掠一空。

瑑瑤Ｌｉｕ　Ｙａｎｇ，“Ｃｌｉｆｆ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ｏｉｓｔ　Ａｒｔ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摩崖雕
刻：四川唐代道教艺术的图像变革》）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１９９７．９，ｐｐ．８５－９２，９１－９３；“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
Ｉｍｐｅｒａｌ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ｏｉｓｔ
Ａｒｔ，”（《庙宇图像：皇室对唐代道教艺术发展的赞
助》）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ａｉａｅ，ｖｏｌ．２ （２００１）：ｐｐ．１８９－２６１，
２４２－２４３．

瑑瑥 对这一碑文的誊写，参见龙显昭，黄海德著：《巴
蜀道教碑文集成》，第２９－３０页；胡文和著：
《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碑文的一项翻译则参见Ｆｌｏｒｉａｎ　Ｃ．Ｒｅｉｔｅｒ，“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７４９Ａ．Ｄ．ａｔ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ｉｎ　Ｊｅｎ－ｓ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ｚｅｃｈ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Ｍｏｒｇｅｎ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１４６ （１９９８）：ｐｐ．１１１－１２４．

瑑瑦 胡文和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第１０７
页；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
册第１７０、１９５页。

瑑瑧 具体尺寸：高２．２５米，宽２．８０米，深２．２０米。
见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
第１７０、２０９页。

瑑瑨 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第
２０９页，第一排提到了１６个图像，后面则提及
有１３个。

瑑瑩 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第
２０９页。

瑒瑠 胡文和著：《仁寿县神坛第５３号 “三宝”窟右壁
“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 《世界宗教研
究》１９９８第２期，第１１８－１２８页；Ｆｌｏｒｉａｎ　Ｃ．
Ｒｅｉｔｅｒ，“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７４９Ａ．Ｄ．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ｅｌｖｅｄｅｒｅ’ｉｎ　Ｊｅｎ－ｓｈ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ｚｅｃｈ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Ｍｏｒｇｅｎｌｎｄ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１４６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１１－１２４；刘屹：《唐代道教的 “化胡”经
说与 “道本论”》，第１１７－１２０页。

瑒瑡 对 《化胡经》和 “化胡”的争议，参见Ｅｒｉｋ　Ｚｕｒ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古中国的流传与适应》）
２ｖｏｌｓ，Ｌｅｉｄｅｎ，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Ｊ．Ｂｒｉｌｌ，１９５９，
ｐｐ．２８８－３２０．

瑒瑢 参见吉冈义丰对 “化胡”经文按时间先后的排
列，［日］吉冈义丰著：《道教与佛教》卷３，东
京：日本学术振兴会，１９７６年，第５９－６０页。

瑒瑣Ｓｔａｎｌｅｙ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 （《唐
代佛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４７－４８．

瑒瑤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第１册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瑒瑥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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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ｏｚａｎｇ （《道藏通考》），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２５．

瑒瑦 ＤＺ３２５，１７ａ－１８ａ。具体研究参见 Ｅｒｉｋ　Ｚｕｒｃｈｅ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ｏｉｓｍ：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一
项文献证据的考察》）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６８（１９８０）：１－７，
９－９１；Ｓｅｉｄｅｌ， “Ｌｅ　Ｓｔｒａ　ｍｅｒｖｅｉｌｌｅｕｘ　ｄｕ　Ｌｉｎｇ－ｐａｏ
ｓｕｐｒｅｍｅ，ｔｒａｉｔａｎｔ　ｄｅ　Ｌａｏ－ｔｓｅｕ　ｑｕｉ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ｔ　ｌｅｓ
ｂａｒｂａｒｅｓ（ｌ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２０８１），”（《太上灵宝老子
化胡经 （敦煌抄本Ｓ．２０８１））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ｕｘ
éｔｕｄｅｓ　ｄｅ　Ｔｏｕｅｎ－ｈｏｕａｎｇ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ｅｌ　Ｓｏｙｍｉé，
ｐｐ．３３４－３３５；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Ｂｏｋｅｎｋａｍｐ，”Ｔｈｅ　Ｙａｏ
Ｂｏｄｕｏ　Ｓｔｅｌｅ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Ｄａｏ－Ｂｕｄｄｈｉｓｍ’，”（《道
佛融合的证据———姚伯多碑》）ｐ．６６；及 Ｕｒｓｕｌａ－
Ａｎｇｅｌｉｋａ　Ｃｅｄｚｉｃｈ关于相关经文的研究，载施舟人、
傅飞岚主编的 《道藏通考》卷１，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瑒瑧 《三天内解经》，ＤＺ１２０５，１．９ｂ，柏夷翻译的姚伯
多造像碑 （第１９５页）。也可参见许理和稍有不
同的转译 （见 《早期道教中的佛教影响：一项
文献证据的考察》，第９５－９６页）；以及 Ｌｉｖｉａ
Ｋｏｈｎ，Ｇ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ｏ：Ｌｏｒｄ　Ｌａｏ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ｈ （《道教的最高神：历史与神话中的老
子》），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８，ｐ．２４１．

瑒瑨Ｌｉｖｉａ　Ｋｏｈｎ，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ｏ （《笑道论：中
古中国佛道之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７９－８０．

瑒瑩Ｌｉｖｉａ　Ｋｏｈｎ，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ｏ （《笑道论：中
古中国佛道之争》）ｐ．１１０指出：《笑道论》第
２１节中 “佛邪乱政者”这一句并不清楚是否出
自４世纪的 《化胡经》。亦参见 Ｅｒｉｋ　Ｚｕｒｃ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佛教征服中
国》）２ｖｏｌｓ，Ｌｅｉｄｅｎ，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Ｊ．Ｂｒｉｌｌ，
１９５９，ｐｐ．３０５－３０６．

瑓瑠Ｓｔａｎｌｅｙ　Ｋ．Ａｂｅ，“Ｈ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ａｏ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陕西省的北魏道教造像》），ｐ．８０．耀县姚伯
多造像碑被断代于４９６年；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
Ｂｏｋｅｎｋａｍｐ，“Ｔｈｅ　Ｙａｏ　Ｂｏｄｕｏ　Ｓｔｅｌｅ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Ｄａｏ－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道佛融合的证据———
姚伯多碑》）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Ａｓｉｅ　９，１９９６－
９７，ｐ．５９．

瑓瑡 据胡文和著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第２８页
所言，这一碑石于７４２－７５５年之间雕刻而成。
亦参见刘长久著：《中国西南石窟艺术》，第４５
页、胡文和著：《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第２
册第３０页。２４号石窟发现的这一碑刻题有 “松
柏之铭”。对这一文本的转写，可参见陈垣著：
《道家金石略》，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巴蜀道教碑
文集成》，第３０－３２页；胡文和著：《四川道教
佛教石窟艺术》，第６页；胡文和著：《中国道
教石刻艺术史》，第２册第３４－４５页。

瑓瑢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ｓüａｎ－
ｔｓｕｎｇｓ　Ｔａｏ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唐玄宗道教意识形态
下 的 宗 教 面 相》），ｐｐ．１３２－ １３３；Ｓｔａｎｌｅｙ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 （《唐代佛
教》），ｐｐ．１６８－１６９ｎ２６；Ｔｉｍｏｔｈｙ　Ｈ．Ｂａｒｒｅｔｔ，
Ｔａｏ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唐
代道教：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宗教与帝国》），
Ｌｏｎｄｏｎ：Ｗｅｌｌｓｗｅｅｐ，１９９６，ｐｐ．６２－６５．

瑓瑣 长安和洛阳两地的 “玄元观”分别改为 “太清
宫”和 “太微宫”，各省的 “玄元观”则改为
“紫极宫”。见Ｖｉｃｔｏｒ　Ｘｉｏｎｇ，“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ｎｇ　Ｘｕａｎｚｏｎｇ，” （《唐玄宗
时期的祭礼变革与道教》）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８２，ｎｏ．４
－５，１９９６，ｐｐ．２５８－３１６；葛兆光：《最终的屈
服：关于开元、天宝时期的道教》，荣新江主
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２４页。

瑓瑤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ｓüａｎ－ｔｓｕｎｇｓ　Ｔａｏ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唐玄宗道教意
识形态下的宗教面相》），ｐｐ．１３７－１３９；Ｌｉｕ
Ｙａｎｇ，“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Ｉｍｐｅｒａｌ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ｏｉｓｔ　Ａｒｔ，”（《庙宇图
像：皇室对唐代道教艺术发展的赞助》）Ａｒｔｉｂｕｓ
Ａａｉａｅ，ｖｏｌ．２ （２００１）：ｐｐ．１８９－２６１．

瑓瑥 玄宗此后受有 “河图箓”，见 Ｋｒｉｓｔｏｆｅｒ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ｕｓ　Ｖｅｒｅｌｌｅｎ，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Ｃａｎ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ｏｚａｎｇ （《道藏通
考》），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ｐ．５９５．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Ｍｏｌｌｉｅｒ，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佛
道面对面：中古中国时经文、仪式和图像的互
通》），ｐｐ．１６５－１６８．

瑓瑦 这一遗迹亦以作为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闻名。
瑓瑧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ｓüａｎ－ｔｓｕｎｇｓ　Ｔａｏ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唐玄宗道教意
识形态下的宗教面相》），ｐｐ．１３２－１３３；Ｓｔａｎｌｅｙ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 （《唐代佛
教》），ｐｐ．１６８－１６９ｎ２６；Ｔｉｍｏｔｈｙ　Ｈ．Ｂａｒｒｅｔｔ
（巴瑞特），Ｔａｏ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唐代道教：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宗
教与帝国》），ｐｐ．６２－６５．

瑓瑨 长安和洛阳的玄元庙分别升为太清宫和太微宫，其
余各地则变为紫极宫。参见Ｖｉｃｔｏｒ　Ｘｉｏｎｇ，“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ｎｇ　Ｘｕａｎｚｏｎｇ，”
（《唐玄宗时期的仪式改革与道教》）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８２，
ｎｏ．４－５，１９９６，ｐｐ．２５８－３１６；葛兆光：《最终的屈
服：关于开元天宝时期的道教》，荣新江主编：《唐
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第１３－３４页。

瑓瑩 Ｊａｍｅｓ　Ｂｅｎ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Ｈｓüａｎ－ｔｓｕｎｇｓ　Ｔａｏ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唐玄宗道教意
识形态下的宗教面相》），ｐｐ．１３７－１３９；Ｌｉｕ
Ｙａｎｇ，“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ｌｅ：Ｉｍｐｅｒａｌ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ｏｉｓｔ　Ａｒｔ，”（《庙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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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这里也是天师道二十四治之一。

·３１１·　 　　　　　　道佛关系的图像学研究：唐玄宗时期的四川摩崖造像 　


